古汉语中特殊语序演变及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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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汉语语法中，常会遇到一些特殊语序。所谓语序就是词语在句子中排列的先后顺序。由于汉语在词形上没有严格的变化，因此语序是汉语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汉语的语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稳定性。如：主语+谓语、主语+谓语+宾语、主语+谓语+宾语+宾语等。而在古汉语中却有一些特殊语序，突破常规，这体现了汉语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复杂性。所谓古汉语特殊语序，也就是指古汉语中有些不同于现代汉语语序，如：先秦典籍中最突出的宾语在某些条件下要放到动词前面，如：“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庄子•齐物论》）；“普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 昭公十五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战国策• 齐策四》）等。其余的如谓语前置、定语前置、定语后置、数词修饰等。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与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有所不同。这是与现代汉语相应的句式价平面相比得出的这些差异。是汉语语法的历史变化引起的。有些人把古汉语中凡是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序都看成是倒装，这是很值的商榷的。我们对古汉语特殊语序这一语法现象，不能仅仅局限与表层特征，我们应探寻古汉语中一些特殊语序为何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突破常规，今天的我们又要如何理解和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

首先，古人为何要使用今人看来的特殊语序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民族的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其表达方式有内部和外部两个规律，此外还有民族的表达方式及历史条件的影响。

笔者认为要探寻古汉语中特殊语序的深层次原因，应从“古汉语”这三个字入手即可。“古”——历史条件、时代因素；“汉”——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语”——言语的社会功用。

1、 古汉语特殊语序产生的历史条件

任何语法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知道，语言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反映人类文明的语言也是日趋精细的。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文化生产。比如说先秦时期汉语词类的类别比现在少，而且各类词的功能也没有现在健全。再者词汇量不太大，句型也不如现代丰富，还有书写、传播工具的限制。这些语言上问题使当时一些复杂的社会生活很难准确、明白的描述出来。人们很难用当时仅有的句型、词汇来表达准确的意思。那么古人怎么办呢？只有先有借用、活用、创新句型和词汇的用法。改变原有词类、句型的功能，以满足表达上的需要。这样，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约定俗成，久而久之，也不会引起误解。如：古人在表达强烈感情的时候，常常把要强调的事物首先提出来。

“野哉！由也！”（《论语》）谓语被前置，孔子为了强调仲由无礼粗野，不满之情极其强烈。所以情不自禁地将“野”字首先说出。这样既简练又充分表达了感情。

“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史记·魏公子列传》）；

“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两句中宾语前置，前者疑问句，这表明古人在发生疑问时，总是把疑点先提出来。后者是否定句，古人在否定某物或某人时，常把被否定的对象首先提出来。为什么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呢？原来古人为了强调，为了首先给对方一个深刻的印象，使对方能够迅速、准确接受，因此把要强调的对象放在突出位置。

“郑道已绝，韩必不得为民。”（《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是定语后置，很少见。古人利用有限的语言材料，运用灵活的方法，从而准确地表达意思。

正如陈承泽先生在《国文法草创》中指出的那样，周秦之交的文献中活用现象，语序的灵活运用最多，随着表达的需要，使用着的习惯，只要不引起误会就可以随意活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词类界限越来越清晰，词性更趋稳定，许多词在词性上的分化和读音上的随之分化已经完成，所以从后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开始，活用相对地说大量的减少。但一些常用的稳定性比较强的还是保留下来了。

2、 古汉语特殊语序与民族思维的关系

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大体上的整体观念为运思的根基，以直觉与思辨相互渗透为运思的途径。中国人的思维注重相似性思考，这就是建立长期的对具体现象观察的基础上的，具有较多的感性和经验色彩。此外在中国的概念系统中，起侧重点不是对本质属性的考察，而是对基本属性的把握。因此作为中国思维主要兴趣点并不在于属性或本质，而是在于：事件；状态；关系。语言的这种基质和背景对于语言的规定是非常明显的，也即它决定了中国语言系统的总体面貌。在世界上其他语种中如：印欧语系中有严格的主谓宾句式，而且位置也较明确。而古代中国的句式却有着相当大的张力。此外古代中国的语词系统也不像古希腊的语词系统那样注重词形和语法，而是注重词意和语用。中国语词系统中，“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一些语法手段也都是以表意为目的的，相比较而言其他就显的不太重要了，所谓“辞，达而已 ”（论语·卫灵公）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语词系统相对来说显得较为随意和散漫，它有一定的自由度。换言之，中国古代的语词系统并不像印欧语系那样受一种严格规范但却同样受到狭窄板滞的句法结构与词形规则的约束和限制。例如在古汉语中常有一些特殊语序：

    1、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为了强调，谓语被提到主语前面。

2、奚以知其然也？（《庄子·逍遥游》）

   劳之不图，报于何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    之知。（《庄子·达生》）

   为了表达的需要,宾语被前置。

3、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战国策·齐策一》）

   史二，缚一人诣王。（《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这是计量语序的特殊表现，有的时候可以反映出语意的侧重。此外，在中国语词系统中，词形也并非泾渭分明和一成不变的。

其后秦稍蚕食魏。（《史记·魏公子列传》）

冬与越人水战，大破越。

“蚕”与“水”都是名词作状语。以此可以看出以上句子淡漠词形作用，但却不妨碍表意，不害为用，甚至能更好的表意。

3、 言语的社会功用与特殊语序的关系

言语的社会功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叙述事实。通过语言表述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结果如何？

从古汉语的实际来看，叙述句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即时间；空间；顺序（线索）；现象（中心的）。着其中有的部分可以在具体环境中省略，相互之间的位置也可以变动，并能有效的影响表意。

如：十年春，齐师伐我。（《左传·庄公十年》）

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 昭公十五年》）

这些例子前面也涉及到了，时间；空间；顺序；现象这四个部分中，时间、空间可以省略、但并不是没有，而是暗含与一定语境之中，四个部分的位置可先可后，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必须有一定的顺序，必须有中心现象。这是叙述的基本要求。

2、响对方的行为。这是语言的交际作用和社会价值的体现，是大量判断句、祈使句产生的原因，要影响对方的行动就必须概念明确，语气坚决、肯定。这样才能使对方的行动不至于疑惑或混乱。怎样达到这一效果呢？古汉语中常用名词来判断、配合一定的语气词。当然对方如何行动还要取决于对方所处的环境、状态等综合因素。毕竟语言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能陷入语言拜物教的怪圈。 

例如：校者，吾仇也！（《左传·僖公五年》） 

      彼圣人者，天下利器也。（《庄子·  》）

      “仇”、“利器”名词，在句子中作谓语。

3、抒发感情，表达对对方的态度。这一社会功用是众多特殊语序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野哉！由也！（《论语》）

谓语前置表达了对仲由粗野无礼的强烈不满。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奚以知其然也？（《庄子·逍遥游》）

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宾语前置，古人为了强调，给对方深刻的印象，而常把疑点和否定的东西提前。如：荀偃命曰：“鸡鸣而架，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表现了军令必须绝对服从的严肃、郑重的感情。

     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得为民。”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韩”首先提出来，定语前置，这不是极好的表达了冯亭强烈的担心和极度的郁闷吗？

言语的这三种功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有区别有联系，有时杂糅，有是交叉，但都各有各的侧重点，其核心是为了有效的表达。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在表达思想，陈述意思的语言上也就相应地复杂而多样。如叙述有叙述的方法，抒情有抒情的方法，夹叙夹议中也常常有强烈的感情。因此我们只有从言语的社会功用出发，而不是从固定的格式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人表达思想感情的特点，准确地理解古人的生活环境，社会条件，正确认识语言的发展过程，才能弄清楚古汉语中一些特殊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

以上三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准确认识古汉语中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必须从“古”、“汉”、“语”即历史条件、民族习惯思维方式、言语的社会功用出发，这才是准确认识古汉语中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的关键，而不是拘泥于一些形式和表层的东西。笔者认为“古”、“汉”、“语”是打开古汉语中一些特殊的语序现象之门的三把钥匙，只有紧紧地握好这三把钥匙，才能准确分析古汉语中特殊语法现象，从而探寻其本质特征。
























